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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俗与民族文学的形象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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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俗是少数民族作家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既可以以之体现人物的集体性特征，也可以通过人物对民俗的态度而
刻画人物个性；民俗具有传承性特征，作家借此塑造的人物可能是原型人物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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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俗，按钟敬文先生的定义，“指一个国家或民
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１］。

民俗与人须臾不可分割，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

程都交织着民俗。民俗具有集体性特征，只有一个

群体都承认和遵循的行为或心理定势才能成为民

俗。民俗常常成为集体精神的表象，是民族性格以

及民族信仰的外在体现。

文本世界根源于生活世界。民俗既然必然存

在于生活世界，也就必然存在于文本世界。但文学

的文本世界需要通过形象、故事等呈现意义，作为

文本整体之一的民俗就在不同程度上承载了意义。

因此，文本世界的民俗实际上是双重载体，既与生

活世界的群体特征相关，也与文本世界的意义相

关。民俗通常不能直接呈现意义，它需要与文本的

其它因素相结合，通过某些因素进行转化，而人物

形象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人物形象往往寄

寓着作者的思考，讨论民俗与人物形象的关系，既

能够通晓在人物形象的形成机制中民俗的功能，也

能够揭示出民族特征在文本中的转化途径。

　　一　民俗与人物形象的集体特征

集体性格指某一个集体或群体中，人们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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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的共同性格。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露

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对三种不同的

文化模式进行了比较：新墨西哥的普韦部落人是日

神型的，现实主义者，重视仪式，轻视财产，讲求中

庸之道，生活有分寸和节制；新几内亚东部多布人

郁郁寡欢、过分正经又极重情欲，为嫉妒、猜疑和愤

懑所吞噬；而美洲西北海岸的克瓦基特人却是酒神

型的，并且妄自尊大，非常自负，喜欢自夸和嘲笑、

羞辱别人。［２］一般来讲，处于某一个群体中的个人

会分享该群体的传统以及群体性格。民俗因为具

有较为显著的地域性和集体性，自然而然会限定同

时也是凸显人物的集体性格。

藏族作家梅卓的长篇小说《月亮营地》，首章便

是对藏族祭祀山神仪式的描写。在藏族人心中，几

乎每一座山都有神灵，每一座山都有关于神灵的神

话传说，神灵主宰着人们的生活。因此，藏族人对

山非常崇敬，视山为“圣洁之地”。藏区的山也多，

并且雄伟，如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冈底斯山、唐

古拉山、横断山等等，而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

“神山之王”岗仁波钦、“擎天柱”南迦巴瓦更是受

到了特别的瞻仰。西藏有著名的四大山神：东方的

雅拉香波、南方的库拉卡日、西方的诺吉康娃桑布、

北方的念青唐古拉。还有四大念神、世界形成之九

大念神、十三念神、地神、十二丹玛女神、四药叉女

神、四医女神等等。［３］藏族人对山神的崇拜不仅仅

体现在心中的景仰上，而且还有相关的民俗，比如

到山上祭祀、朝圣、祈祷、煨桑、转经、磕头、转山等

等，神山的许多山洞都有信徒在里面修行。特别是

转山，这根源于宗教信仰的仪俗是许多藏族人重要

的修行方式，转山的次数越多，被认为功德积累越

多。因此，居住在神山附近的藏族人，转山几乎是

每日必行的功课。除了神山崇拜，藏族人还有圣湖

崇拜、江河崇拜等等。

因此，《月亮营地》中祭山仪式所体现出来的其

实是藏族人对山和自然的敬畏。同时，祭山仪式的

高潮是口剑穿刺，在这个环节中，藏族男儿会争先

恐后涌向法师。这是考验个人能力和技巧的竞争，

也就展现出了藏族男儿勇猛和豪壮的集体性格。

依据这两种集体性格，能更深入地理解人物及其行

动：对神山、圣湖以及江河等等的敬畏和崇拜，必然

会催生出群体的自豪感和集体感，以及对群体生活

环境的保护。这正是月亮部落逐渐团结起来抵抗

外来侵犯的深层基础，也因为藏族男儿勇猛豪壮的

性格特征，使得他们绝不会将生活环境、神灵庇佑

之地拱手让出，他们一定会挺起胸膛，骑上骏马和

侵犯者决一死战。由此，人物得以理解，故事得以

把握，作品雄放之气跃然纸上。

民俗除了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集体性格之外，

它还可以超出某个具体的民族，而体现某个群体的

性格特征。如锡伯族作家觉罗康林的长篇小说《喀

纳斯湖咒》，小说展演了新疆图瓦人的古老信仰，他

们关于老爹石的历史传说，萨满的通灵、预知和仪

式，试图传达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民族与民族

平等尊重的主题。在小说中，通过萨满的驱邪仪

式，巴勒江的母亲———萨满后人各自的性格特征得

以体现。因为巴勒江的母亲是萨满后人，萨满的集

体特征在她身上有体现。萨满，出自古通古斯语，

“意思是激动、不安和疯狂者”［４］。法国社会学、人

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归纳过巫师的特性，通常成为

巫师的人主要是：神经紧张、躁动不安的人或者弱

智者，具有粗野的姿态、尖锐的嗓音、雄辩或诗人般

的天赋的人，身体不健全以及患有疾病者，女人以

及铁匠、牧羊人、挖墓者等等。［５］在《喀纳斯湖咒》

中，巴勒江母亲也表现得古怪、不安、紧张，行为不

可理解，这是萨满的集体性格赋予她的特征。

　　二　民俗与人物的个体特征

除了集体性格，人物性格还包括个体性格。不

同的人物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不同的性格特征可

以通过外貌、对话、行动和心理等方式得以体现。

民俗虽然是一个整体，但细致来看，民俗的参与者

却具有不同的身份。另外，在文学作品中，作家还

可以依据不同人物对民俗的不同看法和体会传达

出人物的个体性格特征。因此，民俗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个体性格的形成和展现。

在土家族作家叶梅的小说《最后的土司》中，讲

诉了土司覃尧、外乡人李安和哑巴伍娘三人的情感

纠葛。小说中的摆手活动、梯玛活动等民俗形式首

先说明了覃尧、梯玛、伍娘、李安等人的区域性，前

三人在土家地区土生土长，而李安则是外来人。通

０６



傅钱余：论民俗与民族文学的形象塑造

常来说，同一区域、同一部族的人民会或多或少具

有某种共同的思维和精神特征。这为解释土家人

和外乡人李安的冲突提供了途径，也为理解文本的

深层结构和意蕴打下了基础。

不过，对于小说文体来说，人物形象的有血有

肉是重要的，这也成为衡量一篇小说艺术手法成熟

与否的重要标准。覃尧是土家山寨的土司，土民敬

仰的王。从人物性格来说，覃尧是一个具有矛盾性

格的人物。他既守卫土家传统又打破传统，他认识

到了初夜权的不合理，却又通过初夜权占有了伍

娘；他两次救了李安，却又数次举枪要杀掉李安；他

果断却又优柔寡断；他既宽容却又妒忌；他希望保

护伍娘却又深深地伤害了伍娘……特别初夜时，站

在伍娘卧室门外，覃尧心里的辗转纠结，其矛盾性

格显露无遗。深思之，这种矛盾的心态又清晰地展

现了覃尧的伦理选择：对家园、根脉、土家文化传统

的热爱和坚守，对爱的不顾一切，对别人的宽厚和

容忍。

如果说覃尧是性格最复杂的一个，那伍娘便是

小说中最单纯也最美丽的人物。她热情奔放，在舍

巴日的摆手舞中像火一样燃起全部土家山民的激

情；她纯洁虔诚，将自己的身体真诚无邪地献给神；

她执着忠贞，对外乡人李安的爱始终不渝；她隐忍

顽强，毫无怨言地包容了李安非人的虐待。然而，

在覃尧和李安的斗争中，她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

不但失去了爱情，受到了虐待，连自己的孩子也失

去了，因此，她只有选择在舍巴日尽情的舞蹈中结

束自己的生命。对于伍娘，生命的结束既是一种悲

苦，同时又是对神灵的又一次献身，这次是把整个

的生命献出。通过这样的献敬，伍娘在祈求什么？

作者在文中并没有明说，而是留给了读者自己去揣

摩。这让读者在感叹伍娘命运之时，又多了沉思，

从而让小说显得韵致无穷。

李安则是一个有心机、凶狠、有仇必报的人。

为了从师傅那里学到手艺，他忍受欺压，曲意逢迎，

待到学成手艺，又施以报复，气死师傅；为杀死覃

尧，不惜去当兵偷枪，然后再返回土家地区；也是为

报复覃尧，含恨等了整整半年有余，以孩子相逼迫，

可谓处心积虑；为了泄愤，屡次殴打、折磨伍娘。除

了开始对伍娘短暂的喜欢，李安满脑子中就只有

“仇恨”二字。另外，梯玛覃老二也是一个值得注意

的人物形象。身为巫师和医师，他救活了李安，在

土司和李安的斗争中，他多次暗示土司杀死李安；

同时，他第一个发现了伍娘的孕情，这时他也预知

了悲剧的后果。他希望下药让伍娘流产，来维护土

司、李安、伍娘三人暂时的和谐。重点在于，四个人

物形象的形成机制中，民俗起核心作用。覃尧的矛

盾性格是在初夜习俗之中呈现出来的；伍娘的热情

和悲苦是在摆手舞中体现，而虔诚和纯洁又在初夜

之俗中表露；梯玛本身就是土家民俗的一部分，是

土家传统的维护者；李安虽然不是土家人，但他的

狠毒和心机却是因为初夜习俗被激发出来。由此

可见，民俗是不同人物形成不同性格的基础。

既然在文本世界中，民俗和形象都是意义的载

体，那么进而言之，作家以此要表达什么的主旨？

如果光看土司、伍娘和李安三人的纠葛，则会短视，

只看到小说展现了不合理的初夜制度带来的冲突。

这忽略了文本的深层旨归，如果将虎钮?于这个小

插曲联系起来，结合三人的身份就可打开文本深层

含蕴的大门。虎钮?于的贵重并不在于它是土王

的象征，而在于它是土家文化和历史的象征，也就

成为土家未来的象征。虎钮?于如果失去，实质就

是土家文化的终结。土司和伍娘都归属于土家山

寨，而李安是外乡人，他们基于初夜仪俗的斗争，则

不在于感情和仇恨，其深处恰恰是不同文化形态的

斗争。土司和伍娘，虽同为土家人，但此时来看，则

又具有了不同的象征。伍娘美丽纯洁，特别是在舍

巴日中，与神共舞，舍巴日也恰恰是土家人最为隆

重的节日，伍娘便成为了土家精神品格活生生的代

表，她是哑巴这一点暗示土家民族的隐忍；覃尧也

是土家精神的代表，代表了土家精神中刚健和宽

厚，但他又同时象征着土家文化的一些不合理之

处，因此矛盾的覃尧正是复合土家文化的体现。因

此，当不同价值观、不同文化碰撞时，才有了如此悲

壮的故事。归根结底，三人的冲突不过是不同文化

冲突的缩影和象征。也正是这样，对于李安这一人

物形象，作家并没有予以批判。叶梅思考的，是文

化交流频繁、文化碰撞加速的今天，有着悠久历史

传统的土家文化将走向何方？覃尧的失声正是作

家深深的担忧，而覃尧和伍娘之子的失而复得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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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说是叶梅给出的答案。

　　三　民俗与原型人物

“原型人物”不等于“人物原型”：人物原型指

的是作家在构思、创作人物形象时所依凭的或者给

予作家灵感的生活世界的人物。如鲁迅小说《故

乡》中的“闰土”，就是作家以儿时伙伴章闰水这一

现实人物为基础，加以艺术化而形成的。原型人物

之“原型”来自于原型批评。如果以历史和整体的

眼光来看文化与文学，则会发现有一些心理特征、

意象、象征、形象等等反复出现在不同时代以及不

同地域的艺术形式中，如我国古典艺术中的“月”

“菊”“梅”“酒”“琴”“剑”“狐狸”等等。这即是神

话－原型批评所谓的“原型”。原型批评是西方２０
世纪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之一，加拿大著名学者诺

思罗普·弗莱可谓是原型批评的集大成者，他所著

的《批评的解剖》是原型批评的“圣经”。在弗莱的

定义中，原型（ａｒｃｈｅｔｙｐｅ）“是一种可以交流的象
征”［６］１５４，“是一种典型的或反复出现的形象。我说

的原型，是指将一首诗与另一首诗联系起来的象

征，可用以把我们的文学经验统一并整合起

来”［６］１４２。按照弗莱的原型的概念及其研究，原型

即是上文提到的心理特征、意象、象征、形象、结构

等等，“只要它们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具有约

定性的语义联想”［７］，便可看作是原型。

作为民俗的仪式也可能是一种原型，“因为仪

式就在于不断地重复由祖先或神所曾完成过的一

种原型行动，所以人类实际上就是在试图利用圣物

来赋予人类的甚至是最普遍和最无意义的行动以

‘生命’。通过不断地重复，这个行动就与原型一致

起来，同时这个行动也就成为永存的了。”［８］实际

上，在弗莱看来，仪式不仅仅是一种原型，而且对文

学而言具有本体性的意义。弗莱说：“仪式含有一

种动力，总要趋向于纯属循环的叙事……仪式是叙

事情节（ｍｙｔｈｏｓ）的原型方面”［６］１５１－１５３，“原型批评
家在研究叙事时，是视其为仪式或对人类行动的整

体的模仿”［６］１５０。从民俗来看，作为原型的民俗形

式，往往能形成作为原型的人物。

纳西族作家戈阿干的中篇小说《天女湖畔》从

人物和故事来看都算不上复杂，主要讲艾丽和阿伊

的恋爱。如果小说按这样来读的话，得出的结论至

多是：小说描绘了纳西地区“四化”建设期间的社会

生活，歌颂了纳西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民族文学

作品在一些批评家那里不受重视，有的批评家甚至

将民族文学作品肢解得四零八碎，让读者望而却

步，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深入地了解作品的文化

背景，忽视了作品中隐藏的文化内涵。如果对东巴

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会发现小说有别样的滋味。

纳西族东巴经《崇般崇祚》从故事的层面上讲

述了纳西族人的形成、迁徙等事件，大致可归纳为：

上古时期，因为人类乱伦触怒了天神，天神降下滔

天洪水。英雄从忍利恩（纳西语音译，亦译查热丽

恩等）因为事先得神相助，制牛皮鼓得以逃生。然

而，世界仅他一人，他找不到伴，人类也将要灭亡。

后来，在一个美丽的山谷，他邂逅了仙女衬红褒白

（纳西语音译，亦译翠红葆白等），两人一见钟情。

之后，从忍利恩经历重重的考验，终于和衬红褒白

结为夫妻，繁衍人类，其中的一支就成为了后来的

纳西人。［９］这一对族源的解释或者说神话传说以民

间故事的形式广泛存在于纳西地区。

依据这一知识，便能够发现阿伊和艾丽的原型

人物正是从忍利恩和衬红褒白。由此观之，艾丽在

清澈明亮的天女湖的畅游就不仅仅是对少女美丽

青春的展现，也不仅仅是对艾丽渴望爱情的强调。

这实则是一个仪式，重演从忍利恩和衬红褒白的相

会及相爱。阿伊和艾丽努力学习科学技术，提高知

识文化也不仅仅展现的是纳西青年的变化，实际上

他们被当作了纳西族新的英雄，将引领纳西人民走

向新的成功。简言之，阿伊和艾丽是其英雄原型从

忍利恩和衬红褒白的现代形象。关于这一点，从作

家戈阿干身上也可以找到证据。作为东巴文化研

究专家，同时也是诗人和小说家的戈阿干，对这一

神话传说不但非常熟悉，而且还以叙事诗的形式进

行过重述。［１０］因此，在小说《天女湖畔》中作家是有

意识地予以参照并设置人物的。通过隐藏仪式的

揭示以及与原型人物的联结，小说的意义就不再贫

乏，而是隽永而厚重，“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强大

的意义和神秘的力量，原因在于，它打开了没有别

的任何办法可以打开而且也不可能由他者的设计

或者阅读行为可以解释的虚拟世界。”［１１］仪式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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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人物成为了打开《天女湖畔》意义场的关键。

总之，少数民族小说作品中，人物有时有其神

话原型。作家正是依靠对这一原型的“重现”，将文

本世界与民族的神话世界相联系，从而不但使得作

品中的人物具有了新的含义，意义整体也变得更加

的深刻。同时，民俗在作品中有时并不是直接的、

明显的，场面性的呈现仅仅是一个初级的策略。艾

丽在天女湖洗浴这一仪式，如果没有相关的文化知

识，不细加辨识，便很难揭示。也可以看出，小说中

仪式与人物是相互提示、相互深化的关系。对人物

有其原型人物这一点的揭示依赖于对隐藏仪式的

发现和历时回溯，而对沐浴是仪式的重演这一点的

认定也得参照人物及其原型。质言之，仪式可以是

原型的一种形式，在文学作品中，可以起到深化人

物、深化文本含蕴的作用。

本文聚焦于民俗与少数民族小说作品中的人

物形象之关系，可以看到：民俗具备集体性特征，因

而能够在小说中体现某一民族、某一群体的民族精

神或者集体性格，也能揭示某一群体的共有特征，

如上文分析的巫师的特征；其次，小说塑造形象，关

注个体，民俗孕育下的不同人物或者说人物对某一

民俗的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观念，成为了作家塑造

人物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成为了表达意义的重要方

式；最后，民俗具有传承性特征，某些民俗会源远流

长存在很长的历史时段中，这也就意味着可以从原

型的角度讨论民俗。作为原型的仪式将小说与信

仰、神话以及口头文学联系起来，使得文本呈现深

厚的文化底蕴。

至此，可以肯定地说：民俗在文本世界中并非

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文化饰品，民俗也并非仅仅

起到标示地域或民族的作用。这种功能其实只是

民俗必然而又最基础的功能，并不需要作家多么精

心的设计与构思，因为民俗必然具有地域性。因

此，文学研究不应忽视作品中大量的民俗。民俗作

为文本意义和集体思维结构的双重载体，不但是一

个复杂而需要深入考察的课题，而且是文学与文化

研究中一个非常具有价值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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